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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税会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带来逆向选择行为吗

———来自虚假贸易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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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 ＷＩＴＳ 数据库截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 ６ 分位编码的农产品贸易数据，
研究 ２００９ 年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否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虚假出口这

一逆向选择行为。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显示： 出口退税率提高与农产品虚假出

口构成因果关系， 即使控制多维固定效应和平行时间趋势、 伪造退税时间节点和退

税品种、 更换控制组、 考虑进口逃税之后亦如此； 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撒哈拉以

南地区以及与中高收入国家达成的出口协议较易发生出口骗税； １３％比 １５％的出口

退税率更易引发出口骗税， 政策时滞效应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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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党

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 环境、 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 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

层次变革。 新发展格局虽然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但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也至关重要，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经济全球化仍

是历史潮流， 各国分工合作是长期趋势， 国际经济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

律， 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新讲话精神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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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要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使农产品供给数量

充足、 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需要， 形成结构合理、 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而

来自国际市场的农产品需求信息反馈， 就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外来资源， 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手段。 国际市场的高度竞争性、 成熟市场经济体对高质

量农产品的进口标准， 以及国外对农业规模化经营、 对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无公

害原产地认证等做法， 都可被借鉴用来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优化， 利用源于

海外成熟市场的有效需求来带动国内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和供给数量增长， 激发国

内市场对农产品的衍生需求， 最终在农业生产和消费领域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

互促进。
为了让农产品走出去、 农业技术引进来， 国家制订了一系列贸易政策， 希望利

用国际市场来提振国内农产品供给端的创新， 出口退税就是其中之一。 出口退税是

对出口货物退还在国内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作为符合

ＷＴＯ 规定的国际惯例， 出口退税避免国际双重课税， 可以减轻出口企业成本压力，
对于当前增长方式仍处于转型期、 难以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我国农业而言，
有助于依靠价格竞争优势来增加与国际市场的接触， 获取农产品消费端的最新需求

反馈， 推动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已有研究表明， 出口退税率提高带来贸易促进效应 （Ｃｈａｏ 等， ２００１；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６； 谢建国和陈莉莉， ２００８；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０； Ｃｈａｎｄｒａ 和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袁

劲和刘启仁， ２０１６）， 扩张出口集约边际 （Ａｎ 等， ２０１７）， 增加产品出口生存度

（靳玉英和胡贝贝， ２０１７； Ａｎｗａｒ 等， ２０１９）， 而出口退税率下降不仅减少出口企业

数量， 还会使企业出口转内销 （刘晴等， ２０２０）。 由此可见， 出口退税政策为国内

生产供给端利用国际市场进行自身结构性优化创造了机遇。 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
出口退税提升国内生产附加值 （刘信恒， ２０２０） 和利润空间 （袁劲， ２０１６）、 增加

企业创新投入 （何辉和樊艺璇， ２０１８）、 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夏飞等，
２０２０） 和出口产品质量 （刘怡和耿纯， ２０１６）。

出口退税的本意是希望涉农企业借助这一政策便利性来扩大对外出口， 为国内

农业生产供给端的结构性优化提供更多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的机遇， 如吸收国外农业

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紧跟国际市场农产品消费潮流， 但是否也有企业并未积极利用这

一机遇来实现自身供给端创新， 反而采取了逆向选择行为？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推出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栏， 定期公布出口企业伪造出口单据、 虚报出口单

价和出口数量、 虚开抵税发票等出口骗税案件， 也查处了一批农产品出口骗税企

业。 ２０１７ 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要求对出口骗税行为采取惩罚措施， 遏制出口骗税

行为。
出口骗税造成海关虚假贸易统计， 理论研究亦指出我国贸易数据统计存在虚假

贸易问题 （Ｌｉｕ， ２０１３； 吴海英和徐奇渊， ２０１４；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６）， 姚枝仲 （２００８）、
张明 （２０１１）、 吴海英和徐奇渊 （２０１４） 对我国真实出口规模的估算也认为存在一

定的虚假贸易统计。 虚假贸易造成我国出口统计失真， 干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

判断， 还涉及金融骗贷行为， 造成金融资源错配。 目前， 我国的虚假贸易研究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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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避资本管制的套汇动机 （Ｇｕｎｔｅｒ， ２００４； Ｆｅｒｒａｎｔｉｎｏ 等， ２０１２） 以及避税

（Ｆｉｓｍａｎ 和 Ｗｅｉ， ２００４； Ｆｉｓ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８；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８）， 较少涉及出口退税， 仅李

红等 （２０１９） 考察了 ２００８ 年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调高所带来的虚假出口。
虚高农产品出口的骗税行为， 使我国农业并没有受益于国际市场资源来推进自

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反而损害了农业诚实经营者的利益， 增加政府对农业宏观经

济运行态势的误判。 自 ２００８ 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我国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额

为 ３８２􀆰 ３７ 亿美元， 基本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８８􀆰 ３ 亿美元持平， 没有表现出明显下滑， 但

接下来的两年农产品出口额反而出现飞速增长。 ２０１０ 年 ４７６􀆰 ２６ 亿美元的农产品出

口额较之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２４􀆰 ５５％， ２０１１ 年 ５８６􀆰 １７ 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额较之 ２０１０ 年

又实现了 ２３􀆰 ０８％的增长， 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期间 １２％的农产品年均出口增速提高了

近一倍。 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滞涨、 消费低迷的情况下，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

却逆势上扬， 确实令人不解， 而同期恰恰又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大幅上调阶

段， 这就有理由推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与农产品虚假出口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
本文将 ２００９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这一事件当作随机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

模型 （倍差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检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与农产品虚假出

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自 ２００８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为维持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于当年开始逐步提高一系列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财税 〔２００９〕 ８８ 号文件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 在 ＨＳ 标准的 ６ 分位编码层面上， 对 ３１９ 种农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①，
占全部农产品出口品种的 ３８􀆰 １６％； 其中， １３ 种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５％， 占调

整品种的 ４􀆰 １％， ６６ 种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１３％， 占调整品种的 ２０􀆰 ７％， 而 ２４０
种农业深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１５％， 占调整品种的 ７５􀆰 ２％。

本文对农产品范围的界定参照谭晶荣等 （２０１６）， 其中， ＨＳ２００２ 标准下第 １
至第 ２３ 章为动物、 谷物、 林业、 热带农产品， 第 ２４ 至第 ２６ 章为农业用原材料产

品， 第 ２９、 第 ３３、 第 ３５、 第 ３８、 第 ４１、 第 ４３、 第 ５０、 第 ５１、 第 ５２、 第 ５３ 章下

辖的若干 ６ 分位编码产品划归到其他农产品。 热带农产品是本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的主要目标， 调整品种高达 １３８ 种， 其中 １０７ 种被提升到最高档次； 调整品种第二

多的则是动物类产品， 有 １１６ 种， 其中有 ７０ 种被提升到最高档次； 居第三位的是

谷物类产品， 有 ５２ 种； 林业类产品、 原材料产品和其他农产品所涉及的品种较少，
总计 １３ 种； 而第 １、 第 ２、 第 ６、 第 ８、 第 １０、 第 １４ 章则没有任何品种涉及出口退

税率变动，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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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０９ 年 ＨＳ２００２ 标准下农产品数据 （６ 分位编码） 取自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数据库链接的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以

我国作为报告国调取数据。 我国海关在ＨＳ 六分位编码后增加了 ４ 位编码， 本文就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农产品清单

与 ＨＳ 六分位编码进行对照， 确定 ３１９ 种农产品提高了出口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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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财税 〔２００９〕 ８８ 号文件出口退税调整内容

农产品分类 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农产品品种 （６ 分位编码）

动物类产品
第 ３、 第 ４、 第 ５、 第 １５、 第 １６ 章 １１６ 种， 分别有 ４６ 和 ７０ 种产品将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１３％和 １５％

热带农产品
第 ７、 第 ９、 第 １７、 第 １８、 第 ２０、 第 ２２、 第 ２３ 章 １３８ 种， 分别有 １２、 １９ 和 １０７ 种产品
将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５％、 １３％和 １５％

谷物类产品
第 １１、 第 １２、 第 １９、 第 ２１ 章 ５２ 种， 分别有 １ 和 ５１ 种产品将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５％
和 １５％

林业类产品 第 １３ 章 ５ 种， 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１５％

原材料产品 第 ２４ 章 ６ 种， 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１５％

其他农产品 第 ５０、 第 ５２ 章 ２ 种， 分别将出口退税率上调到 １３％和 １５％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为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甄别出口骗税行为

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研究机会， 本文将政策效果研究的窗口时间限定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 原因如下： 已有研究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退税政策划分

为若干阶段 （耿纯， ２０１９）， 其中自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退以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为中国出口退税率逐步降低阶段， 而自 ２００８ 年暴发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 ２００９ 年重启新一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逐步上扬出口退税率， 这其中就包括

农产品。 通过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查阅出口退税政策， 发现仅 ２００３ 年出台的财

税 〔２００３〕 ２２２ 号文件提高了 １７ 种农产品出口退税率， 随后若干年直至 ２００８ 年均

在逐步下调农产品出口退税率， 这与 ２００９ 年期间出台的财税 〔２００９〕 ８８ 号文件将

３１９ 种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普遍调整到 １３％ ～１５％相比， ２００９ 年之前， 涉农企业出口

骗税动机要明显弱于 ２００９ 年之后， 自 ２０１６ 之后又开始逐步取消之前调高的出口退

税率以恢复到正常水平。 本文采用 ＨＳ２００２ 标准下 ６ 分位编码的农产品贸易数据，
因此对于本文限定的时间窗口， 以 ２００９ 年为界， 存在两个差异非常明显的区间，
其中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相对而言可视作无出口骗税动机的时间窗口， 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则可视作存在较大出口骗税动机的时间窗口。

二、 双重差分模型及数据样本

（一） 双重差分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以政策出台年份为时间节点， 同时设定受政策影响的处

理组和不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 将这两组各自在政策时间节点前后的变化进行对比

（两次差分）， 若差异明显， 则可将其归咎为政策实施效果。 该方案常用于贸易政

策效果评估 （王孝松， ２０１０；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４； 刘怡等， ２０１７）。 本文实证

模型设定如下：
Ｇａｐ ｊｉｔ ＝α＋β×ＴＤｔ＋γ×ＧＤｉ＋δ×ＴＤｔ×ＧＤｉ＋θ×Ｔａｒ ｊｉｔ＋ρ×Ｄｉｓ ｊ＋ＦＥ ｊ＋ＦＥ ｉ＋ＦＥ ｔ

　 ＋ＦＥ ｊ×ＦＥ ｉ＋ＦＥ ｊ×ＦＥ ｔ＋ＦＥ ｉ×ＦＥ ｔ＋ｕ ｊ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Ｇａｐ ｊｉｔ 为中国于 ｔ 年对 ｊ 国第 ｉ 种农产品的虚假出口金额； ＴＤ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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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的时期虚拟变量， 当 ｔ ＜ ２００９ 时， ＴＤｔ ＝ ０， 当

ｔ ≥２００９ 时， ＴＤｔ ＝ １①； ＧＤｉ 为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的组别虚拟变量， 当

ｉ 属于受出口退税政策影响的品种时 （即出口退税率提高的品种）， ＧＤｉ ＝ １， 反之则

ＧＤｉ ＝ ０； ＴＤｔ × ＧＤｉ 为时期虚拟变量和组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其参数 δ的估计结果

若为正且显著， 则表明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助长了农产品虚假出口； 参照李红等

（２０１９） 做法， 加入进口国所征收的农产品进口关税 （Ｔａｒ ｊｉｔ） 和国家间地理距离

（Ｄｉｓ ｊ） 作为控制变量。 另外， 本文还在模型中设定进口国别 （ＦＥ ｊ） 、 贸易品种

（ＦＥ ｉ） 、 贸易年份 （ＦＥ ｔ） 这三维固定效应及其两两叉乘的复合固定效应 （ＦＥ ｊ ×
ＦＥ ｉ 、 ＦＥ ｊ × ＦＥ ｔ 、 ＦＥ ｉ × ＦＥ ｔ） ， 以排除对农产品品种随机进入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干

扰， 防范内生性偏误； ｕ ｊ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数据样本

１􀆰 农产品虚假出口测度

参照 Ｆｉｓｍａｎ 和 Ｗｅｉ （２００４） 以及李红等 （２０１９） 对虚假贸易的测算方案， 在

出口退税率大幅提高之后， 出口商为骗取出口退税， 会有强烈动机虚高出口金额，
由此造成出口国海关虚假贸易统计； 进口商虚高进口金额只会承担更大的进口税

负， 故没有虚高进口金额的动机， 也就不会影响进口国海关的正常贸易统计， 因此

如果进口国海关和出口国海关各自对同一笔货物贸易统计的差额较大， 就可以归结

为虚假贸易。 但具体到国际贸易实务， 出口国海关与进口国海关对同一笔货物的贸

易金额统计通常分别基于 ＦＯＢ 价和 ＣＩＦ 价， 因此， 还要从 ＣＩＦ 价当中扣除国际货

物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 剩余之后部分才可归结为进口国海关对进口货物真实贸易

金额的统计。 货物国际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通常占进口金额的 １０％ ～２０％， 具体推

算时以 １０％为基准， 再依据贸易双边之间地理距离进行加成：

ＷＣＨＮ－ｊ ＝ １０％ ＋
ＤｉｓＣＨＮ－ｊ － Ｍｉｎ（ＤｉｓＣＨＮ－ｊ）

Ｍａｘ ＤｉｓＣＨＮ－ｊ( ) － Ｍｉｎ（ＤｉｓＣＨＮ－ｊ）
× １０％ （２）

式 （２） 中， 对于中国 （ＣＨＮ） 出口到 ｊ 国的货物， ＷＣＨＮ－ｊ 为运输和保险在进口

金额当中所占比重， ＤｉｓＣＨＮ－ｊ 为中国与 ｊ 国之间地理距离， Ｍｉｎ（ ＤｉｓＣＨＮ－ｊ） 和

Ｍａｘ ＤｉｓＣＨＮ－ｊ( ) 分别为中国与所有进口国之间地理距离集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将上

述运输和保险费用从进口金额当中予以扣除， 就得到进口国海关对进口贸易的正常

统计值：
Ｔｒａｄｅ＿ ｉｍ ｊｉｔ ＝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ｉｔ × （１ － ＷＣＨＮ－ｊ） （３）

式 （３） 中，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ｉｔ 为进口国海关于 ｔ 年对来源于中国的第 ｉ 种农产品进口金额

统计， 从中扣除运输和保险占比 （ＷＣＨＮ－ｊ） 后的剩余成分即是对货物的正常贸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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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ｊｉｔ） ， 其与出口国海关对同一笔货物的出口金额统计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ｊｉｔ） 之

差即为虚假贸易金额 （Ｇａｐｊｉｔ） ：
Ｇａｐ ｊｉｔ ＝ ｌ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ｘ ｊｉｔ( ) － ｌ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ｍ ｊｉｔ( ) （４）

２􀆰 数据样本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数据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在

ＨＳ２００２ 六分位编码标准下， 首先以中国作为报告国选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世界

各国农产品出口总额， 其次以世界各国作为报告国选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来源中国的

农产品进口总额。 进口关税税率也取自 ＷＩＴＳ 数据库。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地理

距离数据取自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以双边首都之间的大圈地理距离衡量。 删除缺失值

后， 样本数据总量为 １８６ １７８， 表 ２ 为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表 ２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ａｐ ｊｉｔ １８６ １７８ －０􀆰 ０３８ ５ ２􀆰 １２２ ３ －１７􀆰 ２１４ ５ １４􀆰 ９７９ ２
ＴＤｔ １８６ １７８ ０􀆰 ５３３ ２ ０􀆰 ４９８ ９ ０ １
ＧＤｉ １８６ １７８ ０􀆰 ４８０ ２ ０􀆰 ４９９ ６ ０ １

ＴＤｔ × ＧＤｉ １８６ １７８ ０􀆰 ２６４ ８ ０􀆰 ４４１ ２ ０ １
Ｔａｒｊｉｔ １８６ １７８ ８􀆰 ２１９ ２ ２３􀆰 ９１２ ４ ０ ８００􀆰 ３
Ｄｉｓｊ １８６ １７８ ８􀆰 ７１７ ９ ０􀆰 ６７３ ７ ６􀆰 ８６２ ４ ９􀆰 ８６７ ７

注： 地理距离为自然对数形式。

三、 实证检验结果

（一） 因果关系识别

１􀆰 控制固定效应

对控制了产品品种、 进口国国别、 年份这三维固定效应及其两两复合固定效应

的式 （１） 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３ 第 ２ 列。 核心解释变量———时期虚拟变量与组别

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为 ０􀆰 ０６１ ２， 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

计检验显著性， 这就证实了前文所提出的待检命题， 即 ２００９ 年所提高的农产品出

口退税率， 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虚假出口规模的上升， 估计结果显示受政策影响

（处理组） 的农产品品种， 其出口退税率每增长 １％， 就会带来 ６􀆰 １２％的虚假出口

扩张。 因此， 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会导致出口企业有更多的动机去伪造贸易合同单

据， 以达到出口骗税的目的。
２􀆰 控制平行趋势

基于倍差法的因果关系识别， 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假定就是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受

政策冲击前具有可比性， 即要求控制组能够作为处理组的反事实参照， 据此才能将

倍差法估计量认定为政策实施的效果。 对事前平行趋势的控制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作图观察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各自虚假贸易均值的时间趋势是否大

致保持一致， 该方案过于粗略； 二是在双重差分模型当中依次加入政策实施前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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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虚拟变量与组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通过回归结果来检验交互项的估计值是否显

著， 若不显著， 则可判定政策实施前的处理组与对照组符合事前平行趋势要求， 该

方法更为规范。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 （１） 式基础上依次加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各年时期虚

拟变量与组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 ∑
２００８

ｈ ＝ ２００２
ωｈ × Ｙｅａｒｈ × ＧＤｉ） ， 以此控制组别之间潜在的

事前平行趋势。 表 ３ 第 ３ 列为该估计结果， 上述 ７ 个交互项的估计值均不具有统计检

验的显著性， 即使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亦是如此①， 这就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

的虚假出口差异， 并非源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前两个组别之间的系统性偏差， 而是

２００９ 年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率之后所带来的。

表 ３　 出口退税提高对农产品虚假出口影响的因果关系识别

项目 控制固定效应 控制平行趋势 控制伪时间节点 控制伪处理组 控制对照组

ＴＤｔ

ＧＤｉ

ＴＤｔ × ＧＤｉ

Ｔａｒｊｉｔ

Ｄｉｓｊ

固定效应

平行趋势

Ｒ２

Ｎ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０６ １ ０􀆰 ０２３ １ ０􀆰 ０６７ ４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０２６ ４） （０􀆰 ０２５ 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３４９ ２∗∗∗ ０􀆰 ３３２ ８∗∗∗ ０􀆰 ３３２ ７∗∗∗ －０􀆰 ２６２ ９∗∗∗ ０􀆰 ２７９ ３∗∗∗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３９ ８） （０􀆰 ０３９ ２） （０􀆰 ０７５ ５） （０􀆰 ０４１ １）
０􀆰 ０６１ ２∗∗∗ ０􀆰 ０８７ ９∗∗ ０􀆰 ０５５ ４ －０􀆰 ０３３ ６ ０􀆰 １１５ ５∗∗

（０􀆰 ０１９ ３） （０􀆰 ０４６ ５） （０􀆰 ０５０ ４） （０􀆰 １０６ ２） （０􀆰 ０５３ ３）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１０９ １∗∗∗ －０􀆰 １０９ ３∗∗∗ －０􀆰 １０９ ４∗∗∗ －０􀆰 ２３９ ３∗∗∗ －０􀆰 ０９８ ４∗∗∗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１０ ４） （０􀆰 ００７ ８）

是 是 是 是 是

— 是 — — 是

０􀆰 ０４６ ２ ０􀆰 ０４６ ３ ０􀆰 ０４６ ３ ０􀆰 ０１５ １ ０􀆰 ０４３ ６

１８６ １７８ １８６ １７８ １８６ １７８ ９６ ７７２ １６６ ０６２

注： 常数项估计值省略， 圆括号内为标准差， 方括号内为 Ｐ 值； ∗∗∗、 ∗∗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３􀆰 控制伪时间节点

本文将倍差法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归功于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而

非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在时间维度上的系统性差异， 为此本文可以通过伪造政策实

施的时间节点， 来对上述因果关系推断进行安慰剂检验。 这一稳健性评估的原理在

于： 若倍差法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源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在时间维度上的系统性偏

差， 那么通过伪造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时间节点， 重构政策的时间虚拟变量

（ＴＤｔ） ，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同样也可以得到显著的结果； 反之则可认定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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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只能归功于 ２００９ 年出口退税率的提高。 由于出口退税政策调

整的真实时间节点为 ２００９ 年， 本文以最靠近这一年份的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来伪造

政策实施节点， 重构政策的时期虚拟变量， 重复双重差分模型估计， 结果发现倍差

法估计结果均不具有统计检验显著性， 表 ３ 第 ４ 列仅报告 ２００８ 年充作伪时间节点

的估计结果。 发现重构以后的伪时期虚拟变量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为 ０􀆰 ０５４ ４， 即使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再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这就表明之前基于政策真实时间节点的因果关系推断， 并不包含虚假政策年份的干

扰， 而是完全由于 ２００９ 年所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
４􀆰 控制伪处理组

本文将倍差法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归功于政策干预后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所形

成的差异， 为了评估这一检验结果在不同组别之间的稳健性， 还可以通过伪造处理

组， 重复双重差分模型估计， 以此佐证农产品虚假出口确由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

整所致 （源于真实处理组）， 而非不同组别之间内在的系统性差异。 具体做法如

下： 首先从样本当中剔除掉真实处理组， 由于第 ２４ 章及其以上农产品品种主要为

农产品原材料及其他农产品， 并非传统狭义上的农产品， 同时也并非 ２００９ 年出口

退税政策调整的重点品种， 因此可将其伪造成处理组品种， 样本当中剩余农产品品

种则继续充当对照组， 以此重构政策的组别虚拟变量 （ＧＤｉ） 。 表 ３ 第 ５ 列估计结果

显示， 时期虚拟变量与伪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为－０􀆰 ０３３ ６， 即

使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这就表明农产品虚假出口

确实是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所划定的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产生， 而非不同农产品品

种之间内在的系统性差异。
５􀆰 控制对照组

为了进一步验证农产品虚假出口的产生源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所致， 还可通过

更换对照组的农产品品种， 来验证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虚假出口的显著差异是否具

有稳健性。 具体做法如下： 由于本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并不涉及第 １、 第 ２、 第 ６、
第 ８、 第 １０、 第 １４ 章农产品， 即这几章的农产品品种并不存在随机进入处理组和

对照组的准实验情况， 因此将这几章所涵盖的品种从检验样本当中删除， 从而用样

本当中的剩余品种充作对照组， 以考察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３ 第 ６ 列时期虚拟变

量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为 ０􀆰 １１５ ５， 同样在 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这就很好地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虚假出口的显著

差异确由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所致， 即使更换不同的对照组样本， 这一结论也同样具

有稳健性， 并非由不同组别之间的内在系统性差异所致。

（二） 分样本估计结果

１􀆰 进口国海关监管的差异性

出口骗税行为的存在与海关监管不无关系， 不同地区海关监管的严密性以及税

法制度的健全性， 无论是对逃税还是骗税行为都有着严密的防范。 Ｋｉｍ 和 Ｋｏｓｅ
（２０１４） 指出， 海关统计监管体制在不同国家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市场经济成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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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言， 通常都会有一整套完善的海关监管体制， 对于有违诚信的进出口虚报、 瞒

报行为给予严厉制裁。 如独立的海关估价、 反倾销以及反补贴措施就是进口国海关

单方对贸易合同当中所推定的欺诈行为予以反制。 那么， 不同地区进口国海关对存

在出口骗税行为的贸易合同是否存在监管上的差异性？ 为验证该假说， 本文根据

ＷＩＴＳ 数据库对进口国所处地区的划分， 将全样本分为欧洲和中亚 （ Ｅｕｒｏｐ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东亚和太平

洋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中东和北非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撒哈拉以南非洲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南亚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这 ７ 个

子样本来重复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结果显示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时期虚拟变量

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 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北美

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三个子样本当中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见表 ４ 第 ２ 至第 ４
列）。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大都仍处于市场

经济转型阶段， 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被称为 “避税天堂”， 税法监管的放

任自由为逃税漏税行为提供便利； 但是， 作为成熟市场经济体， 北美地区这一子样本

的检验结果同样也提示存在农产品虚假出口， 究其原因， 可能与中国内地经由香港地

区向北美地区的转口贸易有关， 即对于同一笔出口货物， 中国内地海关有可能会重复

统计经由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 这就夸大了中国内地出口规模， 造成统计偏误。 Ｆｅｒ⁃
ｒａｎｔｉｎｏ 等 （２０１２） 的调查发现，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对北美地区出口大都

经由中国香港中转， 这一比例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曾高达 ６５％， 之后中国内地开始

直接向北美地区出口， 经由中国香港地区的中转比例开始下降， 但截至 ２００８ 年这一

比例仍然占 １２％， 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对于本文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海关税法监

管完备的北美发达地区， 为何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样存

在显著的农产品虚假出口， 前者有可能是因为转口贸易造成的统计偏误所致。 本文还

对模型核心解释变量在分样本回归当中的影响力是否等同进行了似无相关检验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北美地区与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对比的检验值为

１􀆰 ４０，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对比的检验值为 １􀆰 １０， 均不具有

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甚至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亦是如此， 这就表明 ２００９ 年出口退

税率的调整对虚高出口到这三个地区的刺激力度是相同的。 另外， 本文还计算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期间每一地区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金额占所有 ７ 个地区从中国进口农产

品总额的年均权重， 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高， 为 ５２％； 其次是欧洲和中亚地区，
为 ２１％； 再次是北美地区的 １６％， 其余地区仅为 ２％～３％， 这就反映中国农产品出口

骗税行为主要针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份额较少的地区。
２􀆰 进口国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

出口退税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 让其拥有国际价格竞争优

势， 以扩大出口， 因此出口退税率提高的商品通常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需求的价格弹

性， 这就与进口国的收入水平不无关系。 收入水平的两端———最高收入国家和最低

收入国家， 对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均不敏感， 即对进口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为欠

缺， 相对而言， 中等收入国家反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为敏感， 在进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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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下降时， 进口需求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那么， 在出口退税率提升的情况

下， 农产品出口骗税行为是否会锚定那些因价格下降而带来农产品进口需求大幅上

升的国家呢？ 因为此时进出口交易的活跃更容易伴随出口骗税行为。 为验证该假

说， 本文根据ＷＩＴＳ 数据库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划分， 将全样本拆分为高收入 （ｈｉｇｈ ｉｎ⁃
ｃｏｍｅ）、 中高收入 （ｕｐｐ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中低收入 （ｌｏｗ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低收入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四个子样本来重复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结果显示， 模型核心解释变

量———时期虚拟变量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仅在中高收入样本

组 （ＵＭＩ） 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表 ４ 第 ５ 列）， 而在其余三个子样本当中不具有

统计检验显著性； 估计值显示， 出口退税率每提高 １％， 会刺激农产品对中高收入国

家 １１􀆰 ９１％的虚假出口。 以进口国海关报告的数据为样本， 本文还计算了自 ２００９ 年中

国宣布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率之后， 四类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期间来自

中国的农产品年均进口增长率， 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分居第一、 第二位， 分

别为 ９􀆰 ３２％和 ６􀆰 ３１％， 而代表收入水平的两端———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则仅为

２􀆰 ２３％和 ３􀆰 ３７％， 这就表明出口退税在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带动中等收入国家进口需求

显著增长的同时， 也刺激了中国国内出口骗税行为的活跃。
３􀆰 出口退税幅度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出口退税幅度拉高到 ５％、 １３％和 １５％三

个档次， 不同退税档对农产品进口需求的刺激作用存在差异。 以进口国报告的进口

总额数据为样本， 适用于这三档出口退税率的农产品，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间进口需

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０􀆰 ８２％、 ５􀆰 ８６％和 ４􀆰 ３１％， １３％的这一档出口退税率对贸易

伙伴国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刺激作用最大。 那么， 进出口交易的活跃是否也伴随更

为频繁的出口骗税行为， 使得农产品虚假出口规模在这一档表现得更为明显呢？ 为

验证该假说， 本文将全样本按三档出口退税率划分为三个子样本来重复双重差分模

型的估计。 结果显示， 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时期虚拟变量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仅在 １３％和 １５％的这两档上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见表 ４
第 ６ 至第 ７ 列）， 而出口退税率为 ５％的子样本估计结果则不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

性； １３％的这一档出口退税率对农产品虚假出口的刺激作用为 ０􀆰 ４６４４， 在 １％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而 １５％的这一档出口退税率对农产品虚假出口的刺激作用仅为

０􀆰 ０３３１，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对这两个子样本就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影响

力是否等同的似无相关检验结果显示， ５２􀆰 ４９ 的检验值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

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表明两档出口退税率对农产品虚假出口的刺激作用存在显著差

异， １３％的这一档出口退税率更容易引发较大规模的农产品虚假出口。
４􀆰 出口退税政策的时滞效应

贸易政策通常存在时间滞后效应： 一方面是在贸易政策开始执行的那段期间，
农产品进出口大都是按照原来签订的贸易合同执行， 所订立的农产品贸易数量和金

额都还没有对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作出充分地回应； 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激发

的出口骗税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染性， 会诱使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进行出口骗

税， 可能会在随后年份进一步增加农产品虚假出口规模。 但也必须注意到， 海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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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也会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对出口骗税行为进行打击， 这对欲行出口骗税的企业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威慑， 使得后继农产品出口企业不会以身试法， 执行合规的农产品

出口合同， 因此， 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所激发的出口骗税行为可能不会有太

长的时滞效应。 为检验该假说， 本文分别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每一期的农产品虚假出

口金额数据去替换式 （１） 当中的因变量， 以此检验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引发虚假出口的时滞效应。 结果显示， 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时期虚拟变量与

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仅在滞后 １～３ 期具有 １％的统计检验显

著性 （见表 ４ 续表第 ２ 至第 ４ 列）， 表明出口退税率提高后， 会在接下来三年引发

较为明显的农产品虚假出口现象； 估计结果显示， 出口退税率每调高 １ 个百分点，
会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激发 １１􀆰 ３％、 １４􀆰 ２５％和 １２􀆰 ６２％的农产品虚假出口

规模。 自 ２０１２ 年起出口退税政策就难以持续引发农产品虚假出口， 这与海关开始

逐步加大对虚假出口的查处力度不无关系。 本文还就时滞效应大小进行似无相关检

验， ０􀆰 ３７ 和 ０􀆰 １１ 的检验值均不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表明 ２００９ 年出口退税政策调

整后， 虽然在接下来的三年引发了农产品虚假出口， 但却没有证据表明出口骗税行为

存在蔓延扩大的趋势， 反而自 ２０１２ 年起就得到明显地遏制。

表 ４　 按地区、 收入、 出口退税率、 滞后期和进口关税率的分样本检验结果

项目
按地区分 按收入分 按出口退税率分

ＬＭ＆Ｃ ＮＡ ＳＳＡ ＵＭＩ １３％ １５％

ＴＤｔ

ＧＤｉ

ＴＤｔ × ＧＤｉ

Ｔａｒｊｉｔ

Ｄｉｓｊ

固定效应

ＨＯ： δＬＭ＆Ｃ ＝ δＮＡ

ＨＯ： δＬＭ＆Ｃ ＝ δＳＳＡ

ＨＯ： δ１３％ ＝ δ１５％

ＨＯ： γｇａｐ－１ ＝γｇａｐ－２

ＨＯ： γｇａｐ－２ ＝γｇａｐ－３

Ｒ２

Ｎ

－０􀆰 ３０４ ４∗∗∗ ０􀆰 ０１５ ４ －０􀆰 ２０８ ６∗∗∗ －０􀆰 １２２ ２∗∗∗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６９ ２） （０􀆰 ０９３ ８） （０􀆰 ０８９ ２） （０􀆰 ０４２ ２） （０􀆰 ０２６ ３）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２２０ ４∗∗∗ ０􀆰 ２７０ ６∗∗∗ ０􀆰 ３８０ １∗∗∗ ０􀆰 ２８２ １∗∗∗ －０􀆰 ００６ ８ ０􀆰 ３７４ ９∗∗∗

（０􀆰 ０４７ ８） （０􀆰 ０５９ ２） （０􀆰 ０６４ ３） （０􀆰 ０２８ ４） （０􀆰 ０４３ ５） （０􀆰 ０１４ ５）
０􀆰 ２９０ １∗∗∗ ０􀆰 １６６ ５∗∗ ０􀆰 １８２ ０∗∗ ０􀆰 １１９ １∗∗∗ ０􀆰 ４６４ ４∗∗∗ ０􀆰 ０３３ １∗

（０􀆰 ０６２ ３） （０􀆰 ０８４ ８） （０􀆰 ０８２ ３） （０􀆰 ０３８ ７） （０􀆰 ０５６ ９） （０􀆰 ０１９ ７）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４０ ４∗∗∗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３５１ ９∗∗∗ ０􀆰 ７７３ ３ １􀆰 ４７２ ３∗∗∗ ０􀆰 ０４５ １∗∗∗ －１􀆰 ６４９ １∗∗∗ －０􀆰 １０４ ３∗∗∗

（０􀆰 １０６ ７） （１􀆰 ２５２ ４） （０􀆰 １６５ ９）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０９ ７） （０􀆰 ００７ 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 ４０
— ［０􀆰 ２３６ ２］ — — — —

１􀆰 １０
— — ［０􀆰 ２９４ ６］ — — —

５２􀆰 ４９∗∗∗
— — — — — ［０􀆰 ０００ ０］

— — — — — —

— — — — — —

０􀆰 ０４０ ４ ０􀆰 ０７６ ６ ０􀆰 ０３３ ５ ０􀆰 ０３０ ９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０４６ ８

１７ ８２５ １０ ４７４ １３ ９９０ ４４ ０５８ １０２ ７３６ １７９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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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按滞后期分 按进口关税率分

ｇａｐ－１ ｇａｐ－２ ｇａｐ－３ Ｈｉｇｈ Ｌｏｗ

ＴＤｔ

ＧＤｉ

ＴＤｔ × ＧＤｉ

Ｔａｒｊｉｔ

Ｄｉｓｊ

固定效应

ＨＯ： δＬＭ＆Ｃ ＝ δＮＡ

ＨＯ： δＬＭ＆Ｃ ＝ δＳＳＡ

ＨＯ： δ１３％ ＝ δ１５％

ＨＯ： γｇａｐ－１ ＝γｇａｐ－２

ＨＯ： γｇａｐ－２ ＝γｇａｐ－３

Ｒ２

Ｎ

－０􀆰 ０３１ １ －０􀆰 ０３３ ５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０２０ ７ －０􀆰 ０３６ ４
（０􀆰 ０２９ ９） （０􀆰 ０３１ ５） （０􀆰 ０３４ ４） （０􀆰 ０６１ ７） （０􀆰 ０３４ ９）
０􀆰 ３４７ ８∗∗∗ ０􀆰 ３４７ ４∗∗∗ ０􀆰 ３４６ ９∗∗∗ ０􀆰 ３５５ ３∗∗∗ ０􀆰 ２２５ １∗∗∗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４０ ５） （０􀆰 ０２３ ９）
０􀆰 １１３ ０∗∗∗ ０􀆰 １４２ ５∗∗∗ ０􀆰 １２６ ２∗∗∗ ０􀆰 １３８ ０∗∗∗ ０􀆰 １２０ ８∗∗∗

（０􀆰 ０３７ ９） （０􀆰 ０３７ ７） （０􀆰 ０３７ ８） （０􀆰 ０５４ ８） （０􀆰 ０３１ ９）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８９ ９∗∗∗ －０􀆰 ０９７ ７∗∗∗ －０􀆰 ０８９ 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 ０６８ ３∗∗∗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０１７ ９） （０􀆰 ０１０ ５）

是 是 是 是 是

— — — — —

— — — — —

— — — — —

０􀆰 ３７
— ［０􀆰 ５４１ ６］ — — —

０􀆰 １１
— — ［０􀆰 ７３５ ６］ — —

０􀆰 ０５１ ２ ０􀆰 ０５２ ３ ０􀆰 ０５０ 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 ０３７ ０

１００ ８０３ １０１ ０７１ １０１ ０４６ ２５ ８１０ ６４ ５５０

注： ＬＭ＆Ｃ、 ＮＡ、 ＳＳＡ 分别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北美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 ＵＭＩ 代表中上收入群体；
１３％和 １５％分别代表两类不同出口退税率； ｇａｐ－１ ～ ｇａｐ－３分别代表 ２００９ 年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的滞后 １ ～ ３ 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效果。 按进口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平均值 １６􀆰 ９３％将样本划分为高进口关税率 （Ｈｉｇｈ） 和
低进口关税率 （Ｌｏｗ） 两组。

５􀆰 进口逃税带来的估计偏差

本文对农产品虚假出口规模的衡量是基于出口国海关记录的出口金额与进口国

海关记录的进口金额之差， 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对全球各国的

重要性， 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已然成为各国保护本国进口替代行业的必要手

段， 而面临高额进口关税， 进口企业也可能存在违反海关税法监管的动机———进口

逃税。 刻意压低农产品进口贸易金额， 导致进口国海关记录数据的失真， 给本文农

产品虚假出口的计算带来干扰， 最终影响基于倍差法估计得到的因果关系推论， 因

此， 有必要考虑进口逃税对本文实证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冲击。 进口逃税动机与农产

品进口关税税率高低有关， 农产品进口关税税率越高， 进口商低报农产品进口金额

的动机越强， 此时农产品虚假出口金额的计算就会受到进口商低报进口金额的影

响； 农产品进口关税率较低， 进口商虚报农产品进口金额的动机就会明显下降，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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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农产品虚假贸易金额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因出口骗税而高报的出口金额； 随着农

产品进口关税率的下降， 进口逃税动机愈发微弱， 农产品虚假贸易金额就可完全归

咎于出口骗税行为。 因此， 如果进口逃税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本文因果关系推断， 那

么基于倍差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在上述两种不同进口关税率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显著的

差异， 即在低进口关税税率组不再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 本

文计算了样本期间农产品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按均值 １６􀆰 ９３％将全样本划分为高进

口关税率组 （Ｈｉｇｈ）、 低进口关税率组 （Ｌｏｗ） 两个子样本， 重复双重差分模型估

计 （见表 ４ 续表第 ５ 和第 ６ 列）。 结果显示， 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时期虚拟变量

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 （ＴＤｔ × ＧＤｉ） 的估计值无论是在高进口关税率组 （０􀆰 １３８０）
还是在低进口关税率组 （０􀆰 １２０８）， 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如果进口逃税还能在高进

口关税率组对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产生干扰， 那么在低进口关税率组，
这一干扰就会显著下降， 但两组均显著的检验结果却否决了这一干扰， 进口逃税对

本文因果关系推断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基于倍差法的估计结果可以推断出口骗税

与农产品虚假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出口退税的贸易促进效应， 本文基于国家税务总局查处的众

多农产品出口骗税案件，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 通

过截取 ＷＩＴＳ 数据库当中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 ＨＳ２００２ 标准下 １８６１７８ 条 ６ 分位编码的

中国农产品贸易数据，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评估 ２００９ 年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

否引发了农产品虚假出口。 实证结果显示： （１） 双重差分模型核心解释变量———
时期虚拟变量与组别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估计值， 不仅为正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

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即使控制 “国别－时间－品种” 三维固定效应和平行时间

趋势、 伪造出口退税政策的时间节点及其退税品种、 更换控制组样本之后， 检验结

果也具有稳健性。 （２） 分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 按贸易地区分， 与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 撒哈拉以南地区所达成的农产品贸易协议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出口骗税行

为； 按收入群体分， 与中上收入水平国家所达成的农产品贸易协议中存在较为明显

的出口骗税行为； 按三档出口退税率分， 出口骗税行为发生在 １３％和 １５％这两档，
且 １３％档引发的农产品虚假出口规模显著强于 １５％档； 按时期滞后分， 出口退税

政策的时间滞后效应较短， 仅在接下来的三年显著刺激了农产品虚假出口； 按进口

关税率高低分， 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估计值均具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 表明进口国可

能存在的进口逃税行为不会影响本文就出口退税与农产品虚假出口之间作出的因果

关系推断。
本文对出口退税引发农产品虚假出口的研究结果， 为政府寄希望于利用贸易政

策工具来推动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经验参考， 以此警示出

口退税率的调高虽然可以通过降低出口成本以增加国内农业生产供给端与国际市场

需求端的对接机会， 但也会激发出口骗税这样的逆向选择行为， 从而削弱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所依赖的财政支持力度。 基本政策启示如下： （１） 在全球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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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要慎用出口退税这样的价格刺激手段。 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导致国际市场主要

经济体的农产品进口需求极度萎缩， 一味地调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率， 从而在国内生

产供给端压低生产成本也无法有效提振国际市场需求， 反而会招致难以预期的逆向

选择行为， 与出口退税政策目标相反。 （２） 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纳入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之中。 当前国际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国内循环活动日益

强劲， 充分倚重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大力拓展国内市场、 满足国内对农业新业

态的需求， 实现国内大循环格局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力量的战略转移。
具体到对农产品出口骗税行为的防范： （１） 重点审察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 撒哈拉以南地区达成的农产品出口合同， 由于这些地区大都为全球公认的

“避税天堂” 以及海关税法监管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贸易合同难以得到有效监管，
需要我国海关和税务部门加大审察与这类地区所达成的贸易合同。 （２） 重点审察

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达成的农产品出口合同， 因为相较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中

高收入国家对于出口退税带来的降价， 进口需求也更富有弹性， 在农产品进出口交

易活跃的同时也较容易伴生出口骗税行为。 （３） 重点审察出口退税率为 １３％的农

产品出口合同， 因为进口国对这一档农产品的需求增长率更高， 农产品进出口交易

的活跃也更容易引发出口骗税行为。 （４） 重点审察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接下来三

年的农产品贸易合同， 因为新规出台后短期内出口骗税动机最强， 长期内这一动机

随着海关打击力度增强而趋于衰弱。 （５） 科学合理制订农产品出口退税税率。 在

当前国内农业生产供给端仍然缺乏技术创新和结构性优化的局面下， 不应片面通过

调高出口退税率来增强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 这样反而会将我国农产品生产

长期锁定在低端大路货层面， 而是要根据农产品品种合理制订出口退税结构。 对于

亟待结构性优化的品种不应给予出口退税政策支持， 出口退税政策更应关注符合国

际市场需求潮流的精品和特色品种。 （６） 把握好农产品出口退税实施时机与节奏。
在国际市场有效需求难以提振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出口退税来降低农产品出口成

本也难以达成预期目标， 这就需要严格把握好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 在

全球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来有效实施出口退税政策， 以此进一步刺激出口需求规模

的扩张， 而不是在经济周期谷底实施， 这样反而容易刺激出口企业采取逆向选择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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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ＡＮＷＡＲ Ｓ， ＨＵ Ｂ， ＪＩＮ Ｙ，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ａｘ Ｒｅｂ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ｐｅｌｌｓ［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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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４， １１２（２）： ４７１－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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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ＧＵＮＴＥＲ Ｆ 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４－２００１［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１５（１）： ６３－８５􀆰

［２７］ＬＩＵ Ｘ􀆰 Ｔａｘ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Ｔｒａｄ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１０４（３）： １５２－１６４􀆰

［２８］ＬＩＵ Ｘ， ＳＨＩ Ｈ， ＦＥＲＲＡＮＴＩＮＯ Ｍ􀆰 Ｔａｘ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４２（３）： ５１８－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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